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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香港回歸十周年，先後經歷不少風風雨雨。由1998年的金融風暴，到2003年

的沙士肆虐、五十萬人七一遊行，及其後的特首更迭等，在這瞬息萬變的政治

局勢中，傳媒扮演㠥舉足輕重的角色。一方面，在市場力量及專業主義的推動

下，傳媒繼續發揮為公眾提供資訊並以輿論監督社會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不

少研究亦指出，政治權力透過不同方式對傳媒施加壓力，香港媒介早於回歸前

已開始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

不過，若因此簡單論斷香港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已因政局變遷而死亡，或認

定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絲毫未變，似乎都忽略了當中複雜微妙的變化。香港回

歸中國，隨㠥主權轉移而興起的有關國家民族的論述和對國家的認同，已形成

一股潮流；加上回歸後最高權力屬於中央政府，它對特區的政策成為最高指

令，香港傳媒面對此等龐大力量，不得不作出調節。同時，過渡期間因中英權

力互相制衡而衍生的政治空間，孕育出對本土文化的追尋和認同，一直延續至

後九七的香港社會，本土社會仍然維持㠥相對獨立自主的發展邏輯，新聞自由

既被視為香港成功的元素之一，亦成為彰顯「兩制」的特色。除此之外，香港作

為一個開放型社會，早於殖民時代已經與世界融合，成為全球有機的一部分，

傳媒與外國傳媒既有協作交流，有時也要面對外來的競爭；而文化行為同時受

到西方的影響，衝擊本土和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整合起來，回歸後的香港成為

再國族化、國際化及本土化三股力量互相角力的試驗場，這些變遷影響香港傳

媒的形態和運作，而媒介的運作亦同時反過來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發展。

在嶄新的政治形勢下，香港傳媒工作者和傳媒機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

後香港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如何？在回歸前備受關注的新聞自由到底受到了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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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研究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撥款委員會（CUHK4136/04H）和復旦大學新聞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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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本文將分析再國族化、國際化及本土化這三股力量如何影響香港的政

治和傳媒，從中檢視回歸十年來香港的傳媒面貌。

二　靠向北京：再國族化下的香港傳媒

要看香港傳媒於回歸十年來所面對的處境，我們必須首先回顧香港社會的

整體狀況。如引言提及，香港在這十年間出現了三個明顯的趨勢。第一是再國

族化，第二是國際化，第三是本土化，三股力量此消彼長從而構成後九七的政

治和社會生態。

所謂再國族化，是指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本土社會和意識成形之後，怎樣

在過去二十年來又再次跟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整合。這過程至

少可以追溯至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所產生的一連串社會及政治變化，其

中最重要的轉變便是中英二元權力的確立。隨㠥九七臨近，英國政府的權力逐

步退減，中國的影響力卻與日俱增，香港因而出現兩個權力核心。殖民地政府

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及公共行政決策之前，均要諮詢中國政府的意見，甚至要得

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同時，作為九七後的最高決策者，中國政府為確保順利過

渡，開始㠥力統戰本地精英，邀請他們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或是特區籌備

委員會委員，甚或是政協委員等。獲委任的社會精英不乏傳媒老闆，如當時仍

在《明報》掌舵的查良鏞1。這種以政治委任拉攏傳媒擁有人或主要人員的做法在

九七後仍然持續，如1998年中國政府委任當時仍是《星島日報》持有人的胡仙為

政協代表。而在2003年，《東方日報》的老闆馬澄坤和《成報》的楊瀾亦被委任為

政協代表。其他傳媒大亨包括有線電視母公司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和香港寬頻

主席王維基亦榜上有名，而現時《星島日報》的擁有人何柱國及亞洲電視行政總

裁陳永棋更被委任為政協常務委員。

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減少香港社會上對它的批評聲音是十分重要的。由於

明顯的打壓只會得不償失，因此中央使用的是港英慣用的籠絡（cooptation）手

段，即是向香港傳媒施予政治及經濟利益，換取善意和支持，以達致統戰的目

的2。不少傳媒鉅子深知和中央打好關係，對他們拓展內地生意有一定的幫助。

這些傳媒老闆旗下的報章或電視台在報導中國大陸新聞時，為表禮尚往來，或

許會淡化有關大陸的負面新聞，又或者在處理上會避重就輕，進行新聞人員所

詬病的「自我審查」。也有在中國大陸有龐大投資的商人窺準傳媒機構的影響

力，視此為與權力中心周旋或交換利益的籌碼，轉而投資傳媒。同時，報章漸

漸由專業新聞工作者或所謂「傳統報人」之手轉讓至企業集團的手上。近年較受

矚目的報章收購事件是煙草商人兼政協委員何柱國入主星島報業集團，而2006年

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收購資深新聞工作者及著名評論家林行止旗下《信報》的一

半股權，更被輿論視為「文人辦報」傳統在香港的終結。電視方面，亞洲電視也

數易其主，但不變的是新的主事者都是親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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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者馮應謙曾以「非組織性集中化」（non-organizational concentration）來

形容這種傳媒生態3。西方學者談論「集中化」時，通常是指愈來愈多的傳媒機構

被愈來愈少的大集團所擁有。在香港，這種由大集團壟斷傳媒的情況並不明

顯，個別傳媒機構大部分都由不同的企業所擁有，而這些由不同商家所收購的

傳媒機構在財政、管理和運作上完全分開。不過，由於這些傳媒機構的擁有人

有類似的背景和同樣的利益考慮，所以「非組織性集中化」在效果上很可能無異

於傳媒機構被單一集團所收購。更具體地說，就是現時很多香港傳媒都受控於

一群親中商人手㛾，在此背景之下，傳媒擁有者對自身機構的影響便成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實證研究課題。記者張寶華對十一份本地報章進行過研究分析。她

指出在十一份報章中，有五份報章的老闆是中國政治組織的委任成員，與中方

關係密切，而這幾份報章在報導中國大陸時，多贊同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淡

化有關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另外四份跟內地有商業往來的報章，報導中國大

陸新聞時則較為中立，但對中國政府鮮有強烈的批評。只有兩份和中國大陸沒

有政治或經濟利益關係的報章，在處理新聞時沒有顧慮「北京因素」4。

然而，再國族化並不只顯現於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上。回歸後，香港和內

地交往益見頻繁，新移民及內地遊客來港，香港人則北上消費及工作，兩地的

生活模式互相影響，中港分野愈益模糊。九七前不少學者認為港人習慣將大陸

人視為身份認同上的「他者」，但在九七後這種感覺漸漸消除，其中與中國大陸

實際接觸愈多的市民，對中國的看法尤為正面5。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對「中國

身份」的認同愈來愈強，而對中國的認同及對香港的認同亦呈正面的關係，顯示

兩者並非互相排斥6。這些改變亦反映在傳媒內容上，香港傳媒從前把中國描述

為不文明、混亂和專制，極力建構中港兩分。現在，被中方統戰的傳媒固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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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爭相訪問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的情況。 潘達文攝



46 二十一世紀評論

力於給予香港人新的中國印象，就算是在政治上採納批判立場的《蘋果日報》，

在報導北京奧運或中國太空人訪港等事件時，亦有意或無意地成為民族主義的

宣傳者。同時，中央及特區政府亦在近年主動透過傳媒對香港市民宣傳愛國教

育，除了安排太空人及奧運金牌選手訪港外，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每晚的電視

新聞報導前播放國歌。

隨㠥這些轉變和發展，有關中國的正面報導和媒介論述亦日益上升，港人

對中國的感情和認同也隨之增加。這種感情認同的增加令自我審查此一傳媒現

象更形複雜。一方面，自我審查的現象在傳媒工作者眼中一直存在，在回歸後更有

加劇的趨向。在2001及2006年兩次傳媒從業員調查中，發現分別有14.0%和29.2%

的傳媒人認為自我審查「存在並且問題嚴重」，61.2%和51.9%認為自我審查存在

但不是很嚴重，只有約百分之三的新聞工作者認為完全沒有自我審查7。當中認

為自我審查「存在並且問題嚴重」的比例前後增加一倍，足以顯示出自我審查的

狀況在新聞工作者眼中確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但另一方面，隨㠥香港記者和內地官員的交流增加，他們對中國和有關

的議題了解更深，對中國的認同亦有所提高，因而在報導時對大陸和中央政

府的態度變得更加諒解及較少懷疑。有報紙高級編輯表示察覺此一情況，他

認為自我審查並非如大部分人所想般嚴重，但認為媒介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

務時，因為對國情了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8。我們可以用「文化共向」（cultural

co-orientation）來形容此一過程。如果說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因政治壓力違反

其專業判斷而行事，那傳媒工作者的「專業判斷」的改變則模糊了甚麼是自我審

查。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行為可能隨時間而習以為常，內化成為新聞工作者的

「專業判斷」。到了最後，當「習非成是」的新聞人員成為多數的時候，繼續堅持

原有新聞判斷的人反而有可能被指為脫離實際和不夠專業。

以香港傳媒如何處理台灣的新聞為例。在回歸前後，有關台灣的報導是高

度政治敏感的，那是因為香港傳媒和中國政府對台獨問題的基本意見並不完全

一致。雖然香港傳媒從無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但對它們來說，有關問題是可以

討論的。如有線電視就於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後專訪呂秀蓮。後來受到中方官

員批評時，有線電視新聞部表示自己只是遵循新聞工作的客觀中立守則，讓台

獨意見也可發聲。但對中國政府來說，國家統一的問題不容辯論9。而自2000年

以後，香港傳媒再沒有給予支持台獨的意見一個開放的廣播平台。到底這在多

大程度上是自我審查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傳媒機構及工作者本身

亦愈來愈傾向反台獨的立場？要在實證層面上解答這問題並不容易，但這問題

的答案對我們怎樣理解香港的新聞自由有很大的影響。無論如何，文化轉變和

新聞自由是息息相關的。香港傳媒對台獨的立場愈益批判，但其實類似情況也

出現在香港市民身上。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反對台獨的香港市民由1996年

的58.8%增加至2006年的78.1%，而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則於同期由24.5%增至

45.5%bk。換句話說，文化共向不只存在於新聞工作者和中國政府之間，也存在

於香港社會和大陸社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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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向中國大陸靠攏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常被批評為「轉㢇」。回歸

十年，跟中國大陸整合已是大勢所趨，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中，就算是民主派候

選人梁家傑也要在公開論壇上強調自己對國情的了解及跟大陸溝通的經驗和能

力。再國族化不但滲透進傳媒以至社會整體的政經結構中，亦同時反映於傳媒

工作者以及一般市民的情感結構㛾。「轉㢇」已不再是流行用語，而自我審查的

界定也出現了改變，使香港新聞自由的狀況更加錯綜複雜。回歸十年以來，新

聞人員心目中自我審查的現象確實日趨嚴重，但是以「平常心」視之的走向也應

運而生，將來評價新聞實踐的標準會否真的顛倒過來，這很有可能是將來分析

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課題。

三　香港傳媒與國際社會

雖然再國族化在九七後對傳媒影響巨大，但香港傳媒並沒有變得和內地傳

媒一模一樣。其中，「國際」因素對香港傳媒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上，香

港一直與國際社會有緊密聯繫，在殖民時期的最後三十年，港英政府把西方的

法治、人權、自由，甚至民主等價值及制度引進香港，而香港亦以開放的經濟

體系聞名於世，這些價值觀已為香港人內化，並被視為香港成功的基石。回歸

後，香港一直在「中國城市」和「國際城市」的雙重身份之間掙扎bl，特區政府也強

調香港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性，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任內表示要把香港變成「亞洲

的國際都會」。「國際化」被認為是提高香港競爭力的良方。

與此同時，中國對自己在國際間的形象也愈加重視，加入世貿、申辦2000年

及2008年奧運等行動，都顯示其加入國際社會的意欲。另外，為了向國際社會

和台灣展示「一國兩制」運作的成功，中國亦不得不把國際意見一併考慮，不能

公然與西方民主社會主導的「普世價值」相抗衡。事實上，香港的發展往往受到

國際層面權力平衡的影響。中英兩國在1984年為了維持香港現狀而簽訂的《中英

聯合聲明》和美國國會每年就香港狀況發表的定期報告，均可視為在一定程度上

平衡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的國際力量。同時，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在香

港都有龐大的經濟利益和為數或多或少的僑民。這些事實在客觀的層面上加強

了香港社會的多元性，亦鞏固了香港新聞自由的社會基礎。

具體來說，國際社會對香港傳媒的影響有幾方面。首先，新聞專業主義是

香港傳媒高舉且國際公認的價值。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理念向來都建基於西

方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即媒介是民主社會中的「意見市場」或「公共領域」，而新

聞工作者則是獨立於政治、經濟權力以外的個體，在報導政治問題時強調保持

中立平衡、以事實為根據，並在適當的時候擔當第四權的角色，代表公眾不偏

不倚地監督政府。由1996年到2006年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發現，香港的新聞工作

者仍堅守㠥這些基本的專業主義。「堅持依據事實報導新聞」、「迅速為大眾提供

最新資訊」，以及「報導可靠資訊防止流言散播」三項一直被認為是新聞媒介最重

香港對傳媒角色的理

解和中國視媒體為官

方 喉 舌 的 觀 點 相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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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社會功能。同時，新聞工作者認同傳媒必須監察政府，而幫助政府解釋其

政策則被認為較不重要bm。

這些對傳媒角色的理解和中國視媒體為官方喉舌的觀點相衝突。2003年沙

士期間，香港傳媒的表現正反映它們如何利用國際的價值來抗衡中國大陸。當

中國大陸仍然封鎖有關沙士的消息時，不同的傳聞和謠言已在商業主導的香港

傳媒間遊走。香港沙士的爆發讓傳媒的報導更鋪天蓋地，《蘋果日報》強烈批評

大陸資訊封閉，並指控大陸官員是香港沙士爆發的元兇。香港的電台烽煙節目

（phone-in programs），尤其是鄭經翰主持的「風波㛾的茶杯」，強調為市民發聲，

沙士期間讓前線醫護人員將疫症的最新消息帶給大眾，又譴責特區政府官員隱

瞞疫情。在中國大陸，新聞傳媒在報導沙士新聞時與官方口徑一致，於初期封

閉疫情擴散的信息；在香港，因商業市場的考慮和專業主義的驅使，傳媒堅守

反映現實的原則。事實上，香港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甚至可以給中國政府帶

來壓力，當世界各地的報導均和中國的官方資訊相衝突時，中國政府亦不得不

調整其立場，撤換㡮生部長，並與國際社會充分合作，向世界㡮生組織報導實

況，提高處理是次危機的透明度bn。

香港沙士的案例突顯香港傳媒與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可以隨時獲得外地

的消息並自由流傳，使香港成為有別於中國傳媒的資訊中心。此外，香港一直

是不少國際傳媒機構派駐的亞洲地區——約一百家在香港設有辦事處bo，十三個

㡮星廣播機構以香港為基地bp，駐香港的外國記者有數百人bq；約有十多份國際

報章和三十多份國際雜誌在香港註冊，而在香港印行的西方日報包括《金融時

報》（Financial Times）、《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今

日美國》（USA Today）國際版、《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和《日本經濟新聞》等br。沙士發生時，即時資訊在受感染的城市流轉，引起不同

國家的傳媒競爭最新最準確的報導，達到互相監察的效果。推而廣之，國際

傳媒對涉及中國的敏感問題如台灣問題等的報導，在一定程度上會迫使香港

傳媒不能作出過份的自我審查，否則對國際媒體有所了解的市民會意識到香

港傳媒的不當行為。另一方面，國際傳媒的報導亦為香港傳媒提供一個簡單

的方法去處理有關中國的敏感問題，就是採取「被動」的姿態去引用國際媒體的

報導bs。

要捍㡮新聞自由，國際權威往往是香港新聞工作者訴諸的力量來源。在

2006年的新聞從業員調查中，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便選擇國際傳媒機構為他們心

目中最理想的新聞機構bt。事實上，在新聞工作中遇到政治壓力時，香港傳媒可

高舉國際的標準以自保。例如在回歸後，香港電台屢受親中人士強烈抨擊，認

為它不應批評政府，甚至建議它應變為官方喉舌。面對如此壓力，香港電台以

國際上的公營廣播傳統（尤其以英國廣播公司）為依據和楷模，強調其編輯工作

獨立於政府的重要性。而在新聞從業員的層面，國際力量也可舒緩來自高層的

壓迫。有電視台時事節目負責人表示，有關敏感題材的新聞和時事節目如果能

獲取國際獎項，便可以避免內部的批評ck。值得留意的是，就算中國官員在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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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時，也往往以國際而非內地傳媒作為比較的標準，最有名的例子莫過

於江澤民在2000年於北京責備香港記者。他當時指出香港記者應以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的資深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作榜樣，而並非要求香港記者學習內地

傳媒。

最後，國際化的影響除了彰顯於價值取向上，也同時反映於商業邏輯㛾。

電視報章等畢竟也是一盤生意，傳媒老闆當然希望賺錢。將業務擴展至其他國

家，可以增加收入來源。例如《明報》在美國、加拿大四個城市發行海外版，《蘋

果日報》也把業務拓展至台灣。前者在加拿大賺取理想盈利，2006年中北美洲的

營業額達二億多元cl；後者表現亦持續理想，於台灣的銷量攀升至五十一萬份，

廣告收入亦持續增長cm。海外收入縱使較為輕微，但是投資海外或可間接削弱中

國的影響力，因為當中國市場不再是傳媒機構的唯一考慮時，傳媒機構的立場

若盲從中國便會導致公信力受損，影響其本地以至海外業務cn。

不過，國際因素雖然可使香港免於全盤中國化，但反過來它也有保守的一

面，如一些欲與中國大陸建立良好關係的海外商人，他們亦會透過投資香港傳

媒以開拓中國大陸的商機。如馬來西亞華商郭鶴年及張曉卿，就分別在早年收

購了《南華早報》和《明報》。儘管他們未必會干擾日常的新聞運作，但是可以想

見，他們也不可能讓旗下的報紙猛烈抨擊中國政府。連一向強調資訊自由的跨

國公司——例如雅虎——在受到中國壓力時，它們最後也採取犧牲資訊自由的

妥協辦法，由此可見國際化所提供的平衡力量也是有其限制的。

四　本土意識和利益的基礎

傳媒的發展決定於本土的環境變遷，它們根本就不能離開所在地的經濟、

政治和文化制度而有效運作；它們的內容、社會功能和收入來源莫不源於本

土，跟本土利益密不可分。香港現代本土社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香港

的經濟起飛，二次大戰後至60年代間在本土出生的新生代在這時期集體成長並

視香港為家。而90年代香港正經歷去殖民化和民主化的過程，政制改革令市民

對民主政治滿懷期望。由於中英權力對立而互相制衡，加上殖民政府對社會向

來的低度干預，香港因而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聲音，尋找本土的身份認同，香港

人更借傳媒表達加快民主步伐的要求。

但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只是得到中國授權而未經過民主選舉的認可，落

空了的政治期望與政治現實相衝擊，再加上九七年底的金融風暴，社會怨氣開

始凝聚。在之後幾年間，工人面對結構性失業、新移民居留權造成社會分化、

中產家庭因樓市大瀉而背負負資產、政府處理禽流感及其他危機時被視為無能

等等，使得市民的怨氣日深。在社會對政府普遍不滿的時候，電台及報章為種

種問題大造文章，政府弱勢而傳媒強勢，因而使有民粹主義傾向和具對立性

的香港傳媒抬頭co。及至沙士疫情的擴散和國家安全法例的粗暴立法，強烈的憤

香港市民的意見不能

從議會反映，大眾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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懣一發不可收拾，終而釀成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示威。眼見政府管治失效，

市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愈高，有關尋找香港核心價值、公民社會的討論亦應運

而生。

陳韜文和蘇鑰機曾以「代議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的概念來解

釋這段時期香港傳媒如何消除社會繃緊的狀態和一觸即發的衝突，並以此說明

香港傳媒對社會結構缺乏民主的補充作用。民主低度發展，香港只有一部分民

選的議會代表，而且他們的權力受制於行政主導的政府，市民的意見不能從議

會反映，大眾媒介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承擔㠥提供討論平台、促進官民溝通、

批評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鼓勵社會改革的功能cp。傳媒的「代議功能」讓社會大

眾發聲，共同投入香港事務以建構身份認同，傳媒擔當這角色既填補了香港政

治現實的不足，同時也為自己找到定位，以抵消再國族化的衝擊。一些傳媒以

維護本土利益為賣點，批評特區和中央政府。它們強調以公民社會為根本，而

非以高高在上的官商巨賈為重，當中佼佼者如《蘋果日報》和電台烽煙節目；其

中電台節目更經常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或來電，以回答聽眾的提問，主持人更不

時直接向官員質詢，因而深受廣大市民歡迎，並對民意產生一定的影響cq。

傳媒為本土化推波助瀾，甚至反過來影響政治，當中最重要的案例就是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事後點名指《蘋果日報》和電台烽煙節

目動員市民上街遊行。《蘋果日報》確實有動員的傾向，它在頭版刊登「走上街

頭，不見不散」的大字標題，忽視傳統新聞實踐中把評論與事實分開的要求。但

是我們認為動員和促進並不相同，動員要符合三個條件：傳媒對遊行持支持態

度、讀者感知報章支持的取向及報章的態度真的影響讀者參與遊行。我們過去

幾年的研究發現傳媒擔當了十分重要的促進功能，動員功能則難以證明。然

而，即使是促進角色，傳媒參與也對民主遊行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傳媒

大量報導有關民主遊行的資訊，使遊行成為市民大眾廣泛討論的議題。第二，

傳媒報導社會領袖和政治團體上街的呼籲，媒體將這些領袖如天主教主教陳日

君或教協等的呼召放大，無形中將示威合法化。第三，媒介傳達「促進行動」的

資訊（action-facilitating information）十分重要，有助於讀者的具體參與cr。

固然，傳媒提供大量資訊，電台、電視及報紙循環報導，令本土的民主運

動成為大眾的焦點，但是傳媒如何報導遊行更能影響大眾對事件的觀感。傳媒

是構成公共論述最重要的一環，在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不同的傳媒紛紛以理

性、和平來肯定遊行，正面的評價令集體行動變得合理。2003年七一遊行後，

第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一些主要官員下台，甚至後來更迭特首，這些都被視為

人民力量的勝利，「七一效應」的論述成為民意影響政治的象徵。

雖然傳媒在促進集體行動和影響大眾觀感方面舉足輕重，但是大眾的行動

反過來也影響傳媒的運作。我們曾以「修正政治平行」來形容傳媒如何受民意影

響。所謂政治平行（political parallelism），指的是香港報章的政治意識分布和政

壇上的政治光譜是平衡對應的。政治上若有保守和開放兩派，那麼在媒體間也

有保守和開放的機構。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民意激盪」（energized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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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下，傳媒需要回應民意，因而不同報紙的論述會變得類似，政治平衡會

減弱，甚至暫時消失。在七一遊行的案例㛾，最明顯的便是《東方日報》和《文匯

報》兩份政治上較保守的報紙的轉變，如《東方日報》在七一前視外國勢力和政客

為遊行的罪魁禍首，七一時卻向民意靠攏，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文匯報》亦

由七一前完全支持立法，變為在七一期間建議大幅修訂法例內容，對遊行人士

亦不再有負面的評述cs。當然，這並不表示它們變得和其他報紙一樣或者變得支

持遊行，但是它們不得不作出修正，如不再貶低遊行人士或支持極不受歡迎的

政府政策。縱使待民意較平靜時，政治平行會重新出現，但是這案例反映，即

使是向權力靠攏的傳媒，也不得不在強大的民意前有所收斂。換句話說，服膺

再國族化大潮的香港傳媒，在面對本土民意的衝擊時也需要作出調節；而抗衡

再國族化的香港傳媒，則可以將民意看成本錢，抵抗權力中心的步步進逼。

不過，「本土利益」並不必然跟「再國族化」相衝突，因為香港和中國大陸的

確不是在所有事件上都是對立的。同時，若國族化的政治意涵是保守的話，那

麼香港的建制和社會本身其實也有保守的傾向。例如香港社會對「激進」行為的

接受程度很低，或確切點說，香港社會很容易會將一些挑戰建制的行為視為「激

進」。「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以及「理性與務實」是香港公共論述背後的深

層文化符碼，所以，社會運動積極份子對建制所進行的象徵性挑戰行為很難獲

得媒介論述的支持。當公民社會中出現如公民抗命等抗爭行為的時候，傳媒或

許會因應議題的特性，而在初期對這些抗爭行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但當事件一

直延續發展時，到最後有關秩序或理性務實的論述還是蓋過公民自主的理念ct。

所以，香港傳媒的表現和未來的發展，也取決於香港本土的政治文化發展，到

底會是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深化，還是保守觀念的抬頭。

五　三股力量互動下的香港傳媒與政治

如上所述，回歸後香港的傳媒與政治間的關係，便是在再國族化、國際化

和本土化三股力量交錯下成形。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特區政府在重要議題上要

對中央政府言聽計從，但當中央與香港本土發生嚴重衝突時，特區政府也要回

應市民的訴求，而為了使「一國兩制」的聲譽不在國際間受損，中國也不能經常

公開地干預香港事務。反映於傳媒的表現上，政權易手固然令媒體在一些問題

上有所顧忌，甚至向權力傾斜，但商業傳媒同時也有市場考慮，不少傳媒工作

者對新聞專業仍有所堅持，再加上國際間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都使得香港

傳媒並未完全臣服於中港權力架構之下。

面對再國族化的潮流，自我審查是傳媒對政治壓力的回應之一。但在市場

和專業主義的考慮之下，一些香港傳媒機構也發展出一套應變策略。這些策略

包括增加以正反意見並列的方式處理和當權者有關的新聞、增加採用民意調查

作為「客觀」的民意指標、增加利用非政治的權威（如學者）評論時事，以及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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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的批判程度dk。憑藉這些策略，當傳媒被批評時，它們便可抬出專業主義作

為盾牌。一些以專業自居的傳媒在回歸後有強化其新聞客觀性的趨向。有前線

記者表示，近年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其機構的編輯多會要求把正反雙方的意見

平衡寫出來，即使在個別議題上這樣做可能會模糊了新聞的重點dl。

換句話說，新聞客觀性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變成了一種抗衡政治壓力的武

器，但對「客觀性」的強調亦同時限制㠥新聞媒界對權力擁有者的批判，削弱媒

界作為第四權的功能。例如一項對2004年政制改革辯論期間兩份香港報章的社

評的研究就發現，《明報》社評將自己視為中立的評論員，置於民主派和中國政

府中間。它們又在社評中強調理性討論以解決問題dm。可是，這種以中立理性自

居的評論卻對中國政府單方面否決2007、2008年普選缺乏強而有力的批判。推

而廣之，當市民大眾在特定議題上認為傳媒應該對政府有所批判時，若傳媒只

懂維持中立，市民便有可能將傳媒的行為視為自我審查。一個在2006年進行的

調查研究便發現，接近半數香港市民認為，當中國大陸和香港有利益衝突時，

香港傳媒是應該站在香港一邊的。而這些認為香港傳媒應維護本土利益的市

民，同時傾向認為香港傳媒在中港衝突問題上有自我審查的情況。另外，同一

研究發現，愈是認同傳媒在有民意基礎及事實根據時不必保持中立的香港市

民，愈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減退當中dn。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在如2003年沙

士爆發及國家安全法爭議等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上，「客觀中立」的報導是不能

令絕大部分市民感到滿意的。在可見的將來，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將為香港傳

媒帶來很大的挑戰。

不過，我們並非對香港傳媒的情況一面倒的悲觀。事實上，在回歸之後，

在面對明顯的政治壓力，如有中國官員批評媒介的時候，香港傳媒也會公開

強調新聞自由的原則和新聞專業操守do。而面對自我審查情況日趨嚴重，香港

記者協會亦站出來呼籲新聞界努力提升專業水平，公正持平處理新聞dp。如前文

提及，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沿習西方的標準，認為媒體應該獨立及扮演監守人

的角色督促政府。香港超過一半的新聞工作者是主修新聞學的，而香港的新

聞課程大多強調以專業態度對待新聞。新聞自由是世界公認的價值，即使中

國政府也不能否定，更不能公然干涉。擁有開放自由的傳媒體制成為香港人

的共識。可以說，作為一種理念和公共論述，專業主義的確是香港傳媒手上

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在實踐的層次上，香港傳媒能否在一般所謂「客觀中

立」報導以外發展其他的「專業」方法，來應付在不同類型議題上社會對傳媒的

要求。

同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的力量亦可以制衡政治壓力。完全沒有公

信力或專業操守的傳媒一定會受市民唾棄，而《蘋果日報》也是窺準市民的需

要，旗幟鮮明地以敢於批評特區和中國政府作為立場，成為最受歡迎的本地報

章之一。其他的競爭者若要考慮本地市場，便不可過份偏離香港本土的利益。

《蘋果日報》的存在也同時緩和其他傳媒的壓力，因為其他媒體只要觀點不如《蘋

果》激進，便不用承受太大的政治壓力。《蘋果》在商業上的成功，說明商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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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新聞學」（advocacy journalism）跟其他強調客觀報導的傳媒，在香港這股再

國族化的大流中，在政治上也有互補的一面，滿足了社會上不少人的需要。

雖然香港回歸中國，但仍然維持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外國通訊社駐

港，資訊自由發放流通，在香港要封鎖消息並不容易。例如沙士期間，內地傳

媒初期配合官方隱瞞疫情，但在香港，各種小道消息和傳言已不脛而走，而且

亦可以和不同國家的消息交相引證。與內地的傳媒不同，基於一國兩制的規

範，中國政府不能辭退香港傳媒的主管。隨㠥中港進一步融合，香港人和內地

人的往來頻繁，香港的廣泛報導亦無可避免地可以從非官方的渠道進入內地，

加上國際對中國的高度關注，這種情況往往對中國構成龐大壓力，催使中國政

府逐步改變態度，服膺國際社會要求開放透明的標準。

六　結 語

以上的種種現象反映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政治錯綜複雜，再國族化、國際化和

本土化的影響此消彼長，社會政治的結構轉變、中港融合固然影響傳媒的運作，

但專業主義、商業考慮和國際因素令香港的傳媒仍然保持相對的自主。作為一個

正在急遽變遷中的社會，香港政治和傳媒將會繼續在這三股力量互動下蛻變。

直到目前為止，香港的新聞自由並未完全消失。香港電台沒有變成政府喉

舌，《蘋果日報》繼續暢所欲言。不少傳媒工作者依然堅守新聞專業主義，以提

供準確資訊和監督政府為己任。在「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下，中國和

特區政府也表示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不過，在這風光表面的背後卻是政經權

力滲透而傳媒日漸馴化的景象：愈來愈多媒體的擁有權易手予親中商人、烽煙

節目的衰落、自我審查的加劇等。隨㠥中港文化漸漸趨同，新聞從業員和市民

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香港傳媒處理中國新聞時亦不如以往具有批判性。在

這大環境下，香港傳媒的言論空間正慢慢收窄。

不過，畢竟內地的新聞價值觀並未把香港完全同化，傳媒在關鍵時刻仍會

作出抗爭，尤其是當新聞自由直接受到威脅時，或是本地利益與中央利益出現

重大矛盾時，它們甚至會和中國政府抗衡。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的爭議就是最好

的說明。大眾媒介積極介入公眾事務，同時促進市民的關注，引發民意的表達

和大大小小的集體行為，使公民社會的空間得以擴張，同時也使傳媒不會完全

脫離本土利益而只懂向權力中心讓步。最近的例子如保㡮天星碼頭的公民抗

命，媒體的論述並沒有完全以建制秩序來抹黑有關行動。這些運動的出現使反

霸權的論述得以在媒體上展示，有效壯大本土的聲音。

不過，話說回來，隨㠥內地的經濟發展，香港會進一步倚靠中國，香港傳

媒面對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固然要看一國兩制

能否貫徹執行和香港的政制是否真的實行民主化，同時也要看傳媒機構和新聞

工作者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和市民大眾是否擁有捍㡮新聞自由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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